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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唐小品作家文学思想探源 
 

李秀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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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晚唐小品作家在诸多篇章中明确阐明了自己的文学思想。而这些文学思想均源自于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

物韩愈、柳宗元，是在继承韩柳所倡导的“文以明道”“不平则鸣”等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。它们充实丰富了中

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内涵，并对后世，尤其是北宋古文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，在文学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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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唐小品以其斐然的成就，于唐之季世形成一个

创作高峰。而综观以孙樵、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等

为代表的小品作家，由于他们身逢江河日下之世，面

对晚唐日蹇的国运、民不聊生的惨境，文人强烈的社

会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以儒家思想为指归，担当起道

济天下之溺的重任，充当社会批判者与拯危救世者角

色，并以饱蘸愤激之情的笔墨，对晚唐的重重积弊一

一加以讥刺。因而中唐古文作家韩愈、柳宗元所倡导

的“文以明道”“不平则鸣”等文学思想激起他们的共
鸣，他们不仅于文中径言对韩愈的企慕，如皮日休在

《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》中云：“文公之文，蹴杨、墨
于不毛之地，蹂释、老于无人之境，故得孔道巍然而

自正。夫今之文，千百士之作，释其卷，观其词，无

不裨造化，补时政，繄公之力”[1](88)。而在实际创作中

也自觉继踵韩愈、柳宗元的文学思想，以“明道”作为
自己为文宗尚，反对绮靡文风，以文针砭时弊，发挥

文学裨补时政的功用。可以说晚唐小品作家的文学思

想无论是站在扶树儒道立场上的“上规时政，下达民
病”[2](3695)“上剥远非，下补近失”[1](2)，还是反对绮靡文

风的“夫文者道之以德，德在乎内诚，不在乎夸饰者
也”[3](270)，抑或是根据自身创作经验的“古之士，穷达
必形于歌咏，苟欲见乎志，非文不能宣也，于是为其

词”[1](236)、“文病而后奇，不奇不能骇于俗”[4](264)之论，

均能从韩愈、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中探得源头。晚唐小

品作家的这些文学思想充实丰富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理

论内涵，并对后世，尤其是北宋古文运动产生了重要

影响，在文学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 

 

一、“文以明道” 
 
晚唐小品作家为文崇尚 “明道”，显然是承继中唐

古文运动的传统。 
“文以明道”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，是韩愈、

柳宗元在总结前人关于“文”“道”关系论述的基础上确
定的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。韩愈《争臣论》云：“君子
居其位，则思死其官；未得位，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

我将以明道也。”[5](65)清楚表明自己的创作宗旨就是

“明道”，即以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的载体。与韩愈
同为古文运动领袖的柳宗元，也强调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
系。他在《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》中指出：“圣人之言，
期以明道，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。辞之传于世者，

必由于书。道假辞而明，辞假书而传，要之，之道而

已耳。”[6](886)认为写文章的目的是“明道”，读文章的目
的是“之道”，文辞只是传达“道”的手段、工具。他在
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又说：“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，
以辞为工。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

烺烺，务采色，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”[6](873)更明确地

提出“文者以明道”的原则。 
晚唐大多数小品作家在思想上继踵韩愈、柳宗元，

也将“明道”作为为文的宗尚。孙樵较早在创作中承继
韩柳“文以明道”传统，重申文学经世致用的主张。他
明确提出为文的目的应是“上规时政，下达民病”。(《骂
僮志》)[2](3695)他本人的小品创作，也实践了这一理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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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张，以明道济物为己任。年辈稍晚于孙樵的皮日休，

也强调文学裨补时政的社会功能，认为文学应做到“上
剥远非，下补近失”[1](2)，否则就失去其存在价值。他

在《陆贾序》中云：“圣贤之文与道也，求知与用”[1](17)，

明确表明自己为文旨在明圣贤之道，以求有用于世。

他在《悼贾》篇中谈及贾谊《新书》时也说：“余尝读
贾谊《新书》，见其经济之道，真命世王佐之才也。⋯⋯

则《新书》之文，灭胡、越而崇中夏也。是以其心切，

其愤深⋯⋯”[1](17)从文章经世致用角度赞颂《新书》的

优长。在《桃花赋序》中更是郑重地宣称，自己为文

是“非有所讽，辄抑而不发”[1](9)，将文章视作讽刺、鞭

挞丑恶社会现实的载体，强调文学作品干预现实的社

会功用。他于《请孟子为学科书》一文中说：“夫庄、
列之文，荒唐之文也，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，习之可

以为洪荒之民。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? ”[1](89)又

于《移成均博士书》中云：“夫居位而愧道者，上则荒
其业，下则偷其言。业而可荒，文弊也⋯⋯”[1](90)对无

益于裨补教化之文进行严厉指斥。罗隐在《〈谗书〉重

序》中同样声称：“君子有其位，则执大柄以定是非；
无其位，则著私书而疏善恶。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

也。”[3](241)他虽牢落不遇，对于文学仍抱有讥刺时弊、

救济时政的期待。刘蜕在其文集自序中也说：“盖覃以
九流之文旨，配以不竭之义曰泉，崖谷结珠玑，昧则

将救之；云雷亢粢盛，干则将救之。予岂垂之空文

哉！”[2](3661)显示出自己为文的宗旨与抱负。黄滔在《与

王雄书》中则更明确地说，自己为文虽是“出于穷愁”
而有意识的创作，但宗旨则必定为“指陈时病俗
弊”[2](3843)。陆龟蒙在《〈苔赋〉序》中批评江淹所作《青

苔赋》缺乏惩劝之道，废弃化下讽上之旨；在《〈蚕赋〉

序》中又云“荀卿子有《蚕赋》，扬泉亦为之，皆言蚕
有功于世，不斥其祸于民也。余激而赋之，极言其不

可。能无意乎? 诗人硕鼠之刺，于是乎在”[4](203)，更

鲜明地表明自己针砭时弊，发挥文学裨补时政功用的

为文主张。 
晚唐小品作家在将“文以明道”作为创作宗旨的同

时，也不断更新着这一理论。诚如葛晓音所言：“继承
和发展古文运动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韩柳变革古文的

基本精神，不断适应现实的需要更新‘道’的内容和文
的形式，提高古文的思想和文学价值。曲解和模仿必

然使散文走向衰落。” [7](207)这从侧面道出小品于晚唐

所以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：从社会现实出发，更新了

“道”的内涵。如皮日休继承古文运动传统，强调儒学
道统，以明道济物为散文创作宗旨，这是他与韩愈、

柳宗元相同之处；不过他更想以文为工具，明“经济之
道”。他不仅在《桃花赋序》中强调文章的实用性，在

《鹿门隐书》中更以药为喻，告诫人们应重视文学的

实用性：“文学之于人也，譬乎药，善服有济，不善服
反为害。”[1](92)由于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，他更强调以

“文”来“裨造化、补时政”，凡有所作，必须针对现实，
具有强烈的批判锋芒。综观皮日休一生中的优秀作品，

特别是编入《皮子文薮》中的前期之作，确实贯彻了

这一主张。正如他于《文薮序》中云：“赋者，古诗之
流也。伤前王太佚，作《忧赋》；虑民道难济，作《桥

赋》；念下情不达，作《霍山赋》；悯寒士道壅，作《桃

花赋》。《离骚》者，文之菁英者，伤于宏奥，今不显

《离骚》，作《九讽》。文贵穷理，理贵原情，作《十

原》。太乐既亡，至音不嗣，作《补周礼九夏歌》。两

汉庸儒，贱我左氏，作《春秋决疑》。其余碑、铭、赞、

颂、论、议、书、序，皆上剥远非，下补近失，非空

言也。”[1](2)与韩、柳相较，皮日休更强烈地强调文章

现实针对性与批判的深广度。可见，从“文以明道”的
角度来看，皮日休的理论直契韩、柳，但就强调批判

现实、有补政教而论，又胜过韩、柳。陆龟蒙也强调

文章应具惩劝之道、化下风上之旨与美刺精神，与韩

愈、柳宗元所倡导的“文以明道”“文以载道”理论相近。
不过不同的是，“惩劝”“化下风上”“美刺”本是儒家  
传统诗学理论，陆龟蒙不仅将之引入自己的散文创作

理论，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实际创作，令其讽刺小品成

为鞭挞黑暗腐朽社会的锐器。 
晚唐小品作家为文崇尚“明道”的同时，对浮靡文

风有一种本能的排斥，这无疑亦是承继韩愈、柳宗元

的创作精神。 
韩愈与柳宗元本着“文以明道”的观点，对当时过

分追求文采而无益于世的文风加以批判。柳宗元甚至

在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一文中言：“夫为一书，务
富文采，不顾事实，而益之以诬怪，张之以阔诞，以

炳然诱后生，而终之以僻，是犹用文锦覆陷阱

也”[6](825)，认为专务文采，崇尚藻饰，歪曲事实，以

致于诬怪、阔诞的作品，对后世危害尤大。可见，柳

宗元基于“文以明道”的原则，从文章内容本身出发，
对过分追求文采，陷入虚浮藻饰的形式主义怪圈中的

作品进行了强烈驳斥。 
秉承韩愈、柳宗元创作精神的晚唐小品作家，居

于风气败坏的晚唐文坛，也强烈排斥浮靡文风。罗隐

在《河中辞令狐相公启》中言“某闻歌者不系声音，惟
思中节；言者不期枝叶，所贵达情”[3](297)，认为文章

的优劣不在夸饰，乃在于准确表达作者的情感。他又

在《理乱》中云：“然夫文者道之以德，德在乎内诚，
不在乎夸饰者也。”[3](270)确切表明写作应重视文章内

涵，亦即有德，而德之来源，则源自文人内心之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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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然，他认为创作应着重于文章所展现的内在精神，

并非夸饰的外在形式。此文又云：“且夫文者示人有章，
必存乎简易。简易则易从，将有耻且格。⋯⋯有耻且

格，则教化无不行。”[3](270)从文采与内容的关系角度，

再次坦言自己重内容轻形式的观念。孙樵在《乞巧对》

中言：“彼巧在文，摘奇搴新，辖字束句，稽程合度，
磨韵调声，决浊流清，雕枝镂英，花斗窠明。至于破

经碎史，稽古倒置，大类于俳，观者启齿。下醨沈、

谢，上残《骚》、《雅》，取媚于时，古风不归。”[2](3693)

明确表明对追求华艳声韵的便巧文风的强烈不满，与

柳宗元的观点自有相侔之处，这些对于矫正晚唐的华

靡文风，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 
晚唐小品作家对“文以明道”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

展，于衰败腐朽的晚唐,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，使
他们的讽刺小品在批判现实方面表现得特别尖锐，显

示出引人注目的气势与锋芒。 
 

二、“不平则鸣”与“穷苦之言易好” 
 
晚唐小品作家生逢垂垂末世，世衰俗弊，个人的

沉沦不偶，激荡着小品作家们的心灵，因而在创作理

论上易与“不平则鸣”之说达成共识。 
中唐古文家们在提出和实践“文以明道”这一理论

的同时，又提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，这就是“不平
则鸣”说。这一理论见于韩愈的《送孟东野序》，认为
文章创作乃是主体由于外物激发而产生的思想感情的

宣泄。序中指出，作者的感触既与时代、国家的兴亡

盛衰有关，又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。所谓“不平”，泛
指心灵的感触，并非专指郁闷、愤慨而言。诚如钱钟

书所言：“韩愈的‘不平’和‘牢骚不平’并不相等，他不
但指愤郁，也包括欢乐在内。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

主张：人‘性’的原始状态是平静，‘情’是平静遭到了骚
扰，性‘不得其平’而为情。⋯⋯不论什么情感都是‘性’
暂时失去本来的平静⋯⋯”[8](107)韩愈的《送高闲上人

序》，在言及情感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时，虽就书法而论，

但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理论：认为情感是创作的动力，

艺术是情感的表现，并且强调进行创作时作者须将浓

烈的情感倾注其中；而情感既包括源自人生遭际的“喜
怒窘穷，忧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无聊”[5](158)，也

包括观赏外物而产生的审美感受，二者均是由外物激

发而致。在这篇序中，韩愈还明确指出，作者须“利害
必明，无遗锱铢，情炎于中，利欲斗进，有得有丧，

勃然不释”[5](158)，作者只有内心时常激动不平，方能

创作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。韩愈虽一再说明，“不平

所鸣”的情感既可为欢乐愉悦之情，亦可为怨悱愤激之
情，不过对他而言，则更偏于因怨愤不平而鸣的一面。

他在《上宰相书》与《上兵部李侍郎书》中就明确表

明自己常自觉以诗文宣泄心中的忧愤。和韩愈一样，

柳宗元也极力主张以诗文舒泄愤懑，其言论虽不及韩

愈多，却也说得明白透彻。他在《娄二十四秀才花下

对酒唱和诗序》中云：“君子遭世之理，则呻呼踊跃以
求知于世，而遁隐之志息焉。于是感激愤悱，思奋其

志略，以效于当世，故形于文字，伸于歌咏，是有其

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也。”[6](644)其中也明确表明自

己以诗文释忧抒愤之意。 
晚唐小品作家居于窳败之世，衰颓的世风，襟怀

难展的个人遭际，时时在其内心深处掀起波澜， 因而
“不平则鸣”之说，极易引起他们的共鸣。皮日休在《松
陵集序》中云“古之士，穷达必形于歌咏，苟欲见乎志，
非文不能宣也，于是为其词”[1](236)，即是将创作看作

宣泄心中情感的一种方式，这一观点直接继承了韩、

柳所提出的“不平则鸣”说。与韩柳相比，皮日休则更
重视作家抒写个人失意不偶的情怀，这一点，在他的

《九讽系述并序》里，有着比较详尽、深入的阐述。

序文开篇即直言屈原的作品源于放逐时抑郁难遣之

怀： 
在昔屈原既放，作《离骚经》，正诡俗而为《九歌》，

辨穷愁而为《九章》。[1](11) 

他充分肯定了屈原这些抒发自己失意牢骚和愤世

嫉俗的作品，并指明汉代相应的仿效之作。他比较欣

赏扬雄的《广骚》、梁竦的《悼骚》，正是因为它们本

身宣示出一种失意不偶、悲愤怨抑的情怀。而他对于

王褒的《九怀》、刘向的《九叹》、王逸的《九思》等

作品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，认为他们虽为屈原作品的

仿效之作，却仅是“嗜其丽词，撢其逸藻者也”[1](11)，

缺乏屈原作品中那种“骚怨”精神。最后，皮日休又进
一步强调自己的这篇《九讽》，正是承继屈原以创作抒

写失意不偶情怀的传统，来发抒自己心中的怨抑： 
昔者圣贤不偶命，必著书以见志，况斯文之怨抑

欤? 噫！吾之道不为不明，吾之命未为未偶，而见志
于斯文者，惧来世任臣之君因谤而去贤，持禄之士以

猜而远德，故复嗣数贤之作，以九为数，命之曰《九

讽》焉。呜呼！百世之下，复有修《离骚章句》者乎? 
则吾之文未过不为乎《广骚》、《悼骚》也。[1](11) 

重视抒写人生失意不偶的为文宗尚，由此可见一

斑。他的《悼贾并序》一文也说：“(贾)生自以不得志，
哀屈平之放逐，及渡沅、湘，沉文以吊之。”[1](17)屈原

的遭际，不仅令同样沉沦不遇的贾谊叹息不已，也激

起皮日休心灵的共鸣，“余悲生哀平之见弃，又生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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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其道”，并进一步说道：“吾之道也，废与用，幸
未可知，但不知百世之后，得其文而存之者，复何人

也。”[1] (17)语辞委婉含蓄，不过字里行间不仅是对屈原、

贾谊不幸遭遇的哀悼，也是对自己志不获骋的喟叹，

更是自己意欲以文章抒写人生失意情怀的隐曲表述，

所阐明的正是与韩愈、柳宗元一脉相承的“不平则鸣”
说。 
陆龟蒙、罗隐均有与皮日休相近似的言论。陆龟

蒙在《笠泽丛书序》中云“内抑郁则外扬为声音，歌、
诗、颂、赋，铭、记、传、序，往往杂发”[4](228)，表

明自己藉创作来抒发内心的情感，从而宣泄胸中的愤

懑。罗隐在《谗书·重序》中直言：“盖君子有其位，
则执大柄以定是非；无其位，则著私书以疏善

恶”[3](241)，既遥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，也与韩愈、

柳宗元所主张的“不平则鸣”有着内在的统一性。 
此外，陆龟蒙还自觉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“穷苦之

言易好”理论。“穷苦之言易好”理论，是韩愈在“不平
则鸣”理论基础上，进一步发挥而成。他在《荆潭唱和
诗序》中云：“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句要妙，欢愉
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也”。[5](154)认为文章优劣

与个人遭际息息相关，身罹不幸之境、困窘不堪之人，

抑郁积胸，发而为文，必使文章臻于精工。不过韩愈

仅是客观地指出文学作品优劣与个人遭际的关系，而

陆龟蒙除意识到这一联系外，尚能挖掘造成“穷苦之言
易好”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根源。他在《书李贺小传后》
中曾无限悲愤地慨叹道：“吾闻淫畋渔者谓之暴天物，
天物既不可暴，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状乎? 使自萌卵
至于槁死，不能隐伏，天能不致罚耶? 长吉夭，东野
穷，玉谿生官不挂朝籍而死，正坐是哉！正坐是

哉！”[4](270)李贺仕进不能过早夭亡,孟郊屡试不第困穷
潦倒，李商隐扎挣于党争的漩涡中抑郁而终，不幸的

遭逢确实令其创作出卓异不群的文学作品，不过他们

终究因在不公平社会无法容身，在困窘与失意中离世

而去。陆龟蒙将此归咎于“暴天物”的封建统治者，见
解深刻，同时也深化了韩愈“穷苦之言易好”说之理论
内涵。 
 

三、“尚奇” 
 
孙憔、陆龟蒙为文宗尚奇崛、怪奇，其文学主张

显然与韩愈一脉相承。 
韩愈为文尚奇，自称“少小尚奇伟”(《县斋有怀》)，

他在《答刘正夫书》云： 
夫百物朝夕所见者，人皆不注视也。及睹其异者，

则共观而言之。……若皆与世沉浮,不自树立，虽不为
当时所怪，亦必无后世之传也。足下家中百物，皆赖

而用也，然其所珍爱者，必非常物。夫君子之文,岂异
于是乎? [5](121) 

认为“怪奇”的文风，是自我风格的彰显，艺术的
独创。他在《送穷文》中也曾言“不专一能，怪怪奇   
奇”[5](329)，明确表明自己对怪奇文风的自觉追求。韩

愈以此理论指导实际创作，自己的散文也呈现出奇崛

的风格。 
晚唐小品作家孙樵为文同样主张“趋怪走奇”，他

在《与王霖秀才书》中云： 
鸾凤之音必倾听，雷霆之声必骇心。龙章虎皮是

何等物? 日月五星是何等象? 储思必深，摛辞必高，
道人之所不道，到人之所不到。趋怪走奇，中病归正，

以之明道，则显而微，以之扬名，则久而传。[2](3690) 

要求为文“趋怪走奇”，但必须归结到奇正相生。
他在《与友人论文书》中又云：“古今所谓文者，辞必
高然后为奇，意必深然后为工，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，

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。是故以之明道，则显而微，

以之扬名，则久而传”[2](3690)。他并不以形式上的“怪奇”
为务，而是以一定的现实内容为基础，包含有强调艺

术的独创性与艺术形式的特殊作用的合理内涵。 
陆龟蒙为文也提倡“怪奇”。他在《怪松图赞并序》

中提出“文病而后奇，不奇不能骇于俗” [4](264)的观点，

表明自己从文章社会效应的角度追求文风的“怪奇”。
这显然是对韩愈“尚奇”为文主张的借鉴。不过对陆龟
蒙而言，他虽吸纳了韩愈的“趋奇骇俗”理论，但对“奇”
却另有一番独特见解： 
天之赋才之盛者，早不得用于世，则伏而不舒，

熏蒸沉酣，日进其道，权挤势夺，卒不胜其阨。号呼

呶拏，发越赴诉，然后大奇出于文彩，天下指之为怪

民。呜呼！木病而后怪，不怪不能图其真；文病而后

奇，不奇不能骇于俗，非始不幸而终幸者耶? [4](264) 

他认为文风的“怪”与“奇”同个人身罹的遭际和所
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，是作者愤激之情的真实展现。

他进而出人意料地将“怪”与“真”联系在一起，提出“不
怪不能图其真”，认为“怪”是“真”在特定条件下的变形
与异化，“真”是“怪”的内在本质与原形。换言之，即
是主张为文应由情感内容上的“真”与“实”，向形式上
的“怪”与“奇”进行开拓，从而令文章兼具真实的情感
内容与奇崛怪怒的形式。此种理论显然是进一步发展

了韩愈的“尚奇”理论。 
由此可见，晚唐小品作家的文学思想源自于中唐

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、柳宗元，是在继承韩柳文

学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。这些文学思想不仅充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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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富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内涵，而且也成为沟通中

唐古文运动与北宋古文运动文学思想的一座桥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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